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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檢視 
我國績效體系的形成與發展

* 
 

蘇偉業、楊和縉 ** 

《摘要》 

本文以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研考會）為中

心，分析我國績效體系（performance regime）的形成及發展。本文

利用 Colin Talbot 提出的績效體系框架作為切入角度，回顧分析我國

如何透過研考會來建立引導績效行為的制度系絡及干預工具。 

本文指出我國政府績效體系是奠基於國民政府大陸時期蔣中正

提出的「行政三聯制」架構，且在大陸統治期間進行了初步的試

驗，最終在臺灣生根發展，並由研考會之成立衍生我國由研考體制

為代號的績效管理系統。而研考會也為我國推展了一系列的績效干

預工具。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的績效體系發展有著自身獨特的脈

絡，也發展出自己特殊的績效干預工具─管制考核。同時，我國一

直引進大量西方的管理工具，彌補自身績效管理技術不足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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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淡江大學，2014 年 5 月 24 日。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惟本文所有責任仍

由作者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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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回顧我國的績效體系，本文會以更為宏觀的角度理解我國

政府績效運動，帶出了一個超越組織績效衡量作為分析單位之新視

野，為未來有效解釋組織績效行為建立更為完整的框架。 

[關鍵詞]：績效體系、績效衡量、績效干預、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 
 
 
 

壹、前言 

2014 年 1 月 22 日，國家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發會）正式揭牌成立，這標

誌著我國綜合施政管理的新里程碑，但這不表示已發展 44 年的研究發展與考核

（以下簡稱研考）制度之終結。實際上，「研考制度」是我國政府績效運動的代名

詞，其在政府體系內建立了一套獨有的英國學者 Colin Talbot（2008, 2010）所指涉

的「績效體系」（performance regime）。過去，相關我國政府績效之討論主要聚焦

在組織績效評估的微觀範疇，忽略了組織績效是受著多重外部因素所影響，而我國

研考會正好除負責推動績效評估以外，也在多層次與面向上形塑我國機關運作機

能，繼而影響其績效表現與改善公共服務，故使研考會成為我國績效體系奠基者與

演化的中樞。藉此歷史轉折期，本文將透過回顧研考會的發展，檢討我國政府績效

體系的形成與演變，以廣義角度分析我國政府績效管理之發展及其意涵。本文主要

利用文獻資料（包括官方、回憶及學術資料）進行分析，再加上與四位曾於研考會

工作的高級官員的訪談資料作為補充，並與文獻資料進行交叉驗證。1 

下文將先回顧國內外主流公部門績效管理的研究焦點，並由此導出績效體系的

分析概念，並證成其重要性及簡介該概念在英國之運用。然後，本文會以研考會為

1 四位官員分別為兩位前主委（受訪者 A 及 D）、處長（受訪者 B）及專員／科長（受訪

者 C）。這四位受訪者皆為研考會的資深官員或在某些關鍵時段擔任研考會要職的官

員。本研究先就這四位受訪者的背景做資料蒐集分析，並因應本研究所關心的議題，特

別是書面資料無法解答或尚有疑義的部分，為每位受訪者量身訂造不同的訪問大綱，進

行半結構式的錄音訪問（受訪時間由約一個半小時至兩個半小時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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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分析我國績效體系的制度系絡發展及各種由研考會推動的績效干預。最後，

本文會做總體的分析與討論，歸納出我國政府績效體系發展的脈絡及意涵。 

貳、績效體系：超越組織績效衡量的視野 

近二十多年來，公部門績效已成為公共行政的最熱門的研究議題之一，相關論

文數量可說是汗牛充棟。然而，政府績效管理並非僅是最近二、三十年新公共管理

衍生的管理運動，它與現代國家開展有系統施政或政策干預密不可分。西方的政府

績效運動可上溯至二十世紀初的英國社會調查運動，調查貧窮狀況以協助社會政策

制定，及後為了回應工業化及城市化後對社會管制之需求，開始引進科學管理及行

政科學於政府管理中，再加上成本會計的呈現，促進對資訊管理系統之發展。這績

效運動既有公共政策導向，也有組織管理導向（Van Dooren, Bouckaert, & Halligan, 

2010）。而最早期的績效管理典範是二十世紀初紐約市政研究局（New York Bureau 

of Municipal Research）之整合運用科學管理、成本會計及社會調查於計畫衡量工作

中，當時已建構了現代績效衡量的基本概念，包括對輸入、產出、結果的衡量，以

及注意提升生產力及作可比較性的績效報告，也聚焦在資源配置及課責交待

（accountability）問題（Williams, 2003）。 

不過，近年學術研究所指涉的績效管理，正如 Walshe、Harvey 與 Jay（2010b: 

3）點出，大部分僅圍繞在績效衡量（performance measurement）議題一項，因為要

告知公共服務之好壞程度，最直接的答案就是「衡量」（Pollitt, 2000: 119）。西方

1980~90 年代之研究較採取綜合及概括性的途徑，聚焦在如何建立適當的衡量方法

及模型，包括如何建立指標、衡量什麼及衡量的工具，並回顧不同國家或不同性質

公部門在績效衡量運作的經驗（如 Hatry, 1980; Carter, Day, & Klein, 1992; Halachmi 

& Bouckaert, 1996）。在此當中，部分研究者逐漸關注績效衡量實務中產生之各種

認知、動機及技術問題，衡量措施產生不少副作用甚至負面後果，脫離推動績效衡

量的初衷，一些反思性及理念釐清性的討論成為另一類分析焦點（Behn, 2003; 

Bouckaert & Balk, 1991; Bouckaert & Peters, 2002; de Bruijn, 2001; Grizzle, 2002; 
Hatry, 2002; Pollitt, 2000; Smith, 1995; Van Thiel & Leeuw, 2002）。 

基於上述早期的研究發現及理念的提出，近年之研究開始衍生了多種次領域或

議題，以更為專精的方式探討公部門績效某些特定面向。部分研究就涉入與衡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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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看法（citizen perception），分析其能否為公部門績效管理帶來更多希望及積極性

（Holzer & Yang, 2004; Swindell & Kelly, 2000; Van Ryzin, 2007, 2008）。部分則將

績效衡量與課責交待聯繫，分析兩者之間的複雜關係及矛盾（Aucoin & Heintzman, 

2000; Dubnick, 2005; Halachmi, 2002, 2005）。另一部分學者回到組織內部本身，探

究衡量技術本身（Addicott & Ferlie, 2006; Smith, 2006），或鑽研不同因素對組織績

效之影響，其中包括績效的主／客觀性（Andrews, Boyne, & Walker, 2006; Brewer, 

2006）、目標模糊性問題（Chun & Rainey, 2006; Jung, 2011; Rainey & Jung, 

2010）、繁文縟節（red tape）（Brewer & Walker, 2010; Pandey & Moynihan, 

2006）。少數研究聚焦在績效衡量中的組織博弈行為（gaming），以更為結構性的

視野分析績效管理導致的扭曲性行為（Hood, 2006; Bevan & Hood, 2006; Radnor, 

2008）。 

近年，績效資訊的運用（use of performance information）成為重要的議題框

架。由於績效管理過度聚焦在由上而下的控制，未能促進學習與改善而一早為人所

詬病（Sanderson, 2001）。關鍵是績效衡量所產生的資訊之用途為何（Berman, 

2002）？如何促進公共管理者有效運用績效資訊是一大難題（Moynihan, 2005; 

Moynihan & Pandey, 2010）。近年大量的研究出版皆涉及這主題，甚至有多本專著

以績效資訊運用作為主題，當中聯繫上組織學習及服務改善這關鍵議題，也會連結

管理者、公民參與，以及課責監督等問題（Moynihan & Lavertu, 2012; Van Dooren, 

Bouckaert, & Halligan, 2010; Van Dooren & Van de Walle, 2008; Walshe, Harvey, & Jas, 
2010a）。 

縱然上述西方公部門績效管理研究涉及多個面向，惟大部分研究僅以提供公共

服務的組織作為分析單位，聚焦在組織內部的行動者，並以績效指標／目標作為唯

一績效干預之工具。我國相關對政府績效管理之討論也有類似的狀況，將分析焦點

集中在組織績效評估上（范祥偉、王崇斌，2000），特別是由研考會所主導的施政

績效評估工作（郭昱瑩，2009；張四明，2009，2010；Chang, 1996）。這現象牽涉

到我國實務概念上將績效管理縮限在績效評估工作的範圍內（林嘉誠，2004）。如

同上述西方的脈絡，我國學術討論上也延伸到一些專精的議題，包括績效指標設定

（莊文忠，2008；鄭錫鍇、廖洲棚，2009）、公民參與績效管理（胡龍騰，

2007）、績效資訊運用（胡龍騰，2011）、績效衡量的制度設計問題（陳敦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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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蘇偉業，2009）。基本上，上述研究討論之分析單位皆侷限在受評組織及顯

性的績效政策。 

現實上，公共組織的工作表現是受多重因素影響。Ashworth、Boyne 與

Entwistle（2010）近著以「公共服務改善」（public service improvement）為框架，

指出公共組織績效是受外在環境、組織特性及組織策略所影響，其中包括外部的規

範管制（regulation）、內部的領導能力（leadership）及組織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策略上的創新（innovation）及組織學習（organizational learning）等因

素。這意味著績效管理並非等同績效衡量，我們應擴大分析視野及分析單位。 

就此，Talbot（2008, 2010）聚焦在組織外在因素，提出績效體系概念，將分析

單位擴大至公共服務機關的外在系絡，指出除了顯性的政府績效政策之外，其實存

在多種不同的力量形塑組織績效。績效體系包括兩項基本元素：制度系絡

（institutional context）及績效干預（performance intervention）。前者是指存在於機

關外部各種不同的有組織行動者，其會引導或左右該機關表現，並建構一種由不同

委託—代理關係（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所組成的複合式網絡；後者是指上述

行動者所採用的各種影響機關工作表現的工具。 

績效體系框架之意義在於其給予關心公部門績效管理研究者更為透徹的視野，

綜合瞭解影響政府績效的各種因素，其不僅聚焦在如何釐定管理性績效指標及衡量

／評估的問題，更擴及所有可以左右機關工作服務的外在干預因素。這些外在因素

包括不同類型的第三者監督團體（third party inspectorate）以及審計部門，其皆是近

年冒起值得關注的績效管理參與者（Talbot, 2008）。在英國，外在於公共服務機關

的績效系絡行動者就包含：中央幕僚部署、功能部署、立法機關、審計、督察及管

制機關、司法及準司法機關及調查部門、工作夥伴、使用者及使用者團體、專業團

體。它們以直接或／及間接的方式干預公共服務機關的績效（參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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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英國的績效體系架構 

註：粗線代表對服務輸送單位的直接影響；細線代表對服務輸送單位的間接影響。 

資料來源：Talbot（2010: 95）。 

 
就績效干預手段，Talbot（2010）就指出，除了我們一般所關注的由上而下的

績效管理控制（包括績效考核及標準設定）外，在英國，還包含引進市場誘因及各

種競爭性機制、導入使用者的參與（包括選擇權及發言權），以及提升組織機能及

能力（包括領導能力及組織發展）（參看圖 2）。這些皆是不可忽略的引導組織績

效之工具。 

在我國，學術界討論至今並未納入績效體系概念，但已有學者注意到相關政府

績效之討論應顧及部門組織的外在關係（朱景鵬、朱鎮明，2014）。而沒有相關績

效體系之概念並不代表我國沒有自身的績效體系。本文正要整理出我國的績效體系

之發展歷程。在此當中，研考會明顯扮演主導的角色，其多年之發展繁衍出我國績

效體系的制度系絡及導入大量的績效干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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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英國政府公部門改革途徑 

資料來源：Talbot（2010: 102）。 

 

參、制度系絡：以研考會為中心建立的績效體系 

一、序幕：研考體制之醞釀及試驗 

行政院研考會成立於 1969 年。官方的一般論述皆會指稱研考會是建基在蔣中

正提出的「行政三聯制」精神，即將行政過程分為「計畫、執行及考核」三部分，

並企圖將三者聯結起來整合運作。這是蔣公在 1940 年提出的行政管理之政策綱

領，其標誌我國關注「行政」理論的起點。蔣公為何關注「行政」？這可歸因於其

對當時黨政機關落實國家政策表現感到不滿，他診斷認為當時機關政績不彰之原因

是由於沒有建立「一個健全的考察制度，更沒有研究出一個精確具體的考核方

法」；此外，「『執行部分』和『設計部分』脫節了」，簡言之就是「沒有做到這

三種程序密切的連繫」（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行政院研考會﹞，1989a：

5）。從這動機考察看，「行政三聯制」是貼近政策管理的範疇，特別在貫徹上級

政策上，可視作政策執行的領域，並透過考核作為控制工具。從另一角度看，這也

是我們現今論述所指的「績效管理」。 

  

市場誘因以提升

效率及服務品質 

為大眾提供

更佳的公共

服務 
能力與機能 

規範與標

準設定 
擴張效果

目標 

服務委託－購買

者與提供者分離 

競爭與 
可競逐性 

由上而下績效 
管理 

使用者由下而上

之形塑 
給予使用者選擇

∕個人化服務 
給予發言權與合

產方式涉入使用

者 依使用者選擇進

行經費補助 

組織發展與協力 

人力技能發展

與改革 

領導能力 

直接干預 

績效考核

與監督 
持續改善 

持續改善 
持續改善 

持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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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從整體公共行政學來看，蔣公關注「行政」不能比喻作十九世紀美國

Woodrow Wilson 所倡導對行政的研究。因為 Wilson 所倡導的是一個獨立於政治的

行政學研究，「行政是處於嚴格意義上的政治範圍以外，行政問題並非政治問題。

雖然政治為行政定任務，但政治不應自找麻煩地掌握機關部門」（Wilson, 1887: 

210）。這種後來被定義為政治／行政二分（politics-administration dichotomy）的觀

念並不適用於當時訓政時期國民政府的情境。我們僅能視其為一種對政策制定與執

行區分的認知，就是蔣公注意到執行政令辦理業務的行政人才是有別於主持政令領

導辦事的政治人才。不過，對蔣公而言，就算兩種人才的功能不同，但他們皆要

「從三民主義的信徒基層幹部中鍛鍊出來」，且「政務官要懂得事務，事務官亦要

懂得政務」（行政院研考會，1989a：9-10），所以行政本身僅是政治的延伸而已。

縱然蔣公的「行政三聯制」是要引進「科學精神」於行政管理中，冀求提高行政效

率，服務國家建設，建立「萬能政府」（行政院研考會，1989a：10, 35），但這本

質上是一種工具理性的思維，而非要建立對政治中立的行政，更不用說獨立的行政

專業。 

值得注意的是，從 1940 年提出「行政三聯制」精神至 1969 年研考會成立之間

29 年，國民黨政府並非毫無回應蔣公的要求指示。仔細檢視歷史，研考會的影子早

在大陸時期的國民政府體制中出現。為落實「行政三聯制」，於 1940 年 9 月在剛

成立不久的黨政軍最高決策機關「國防最高委員會」下設立「中央設計局」及「黨

政工作考核委員會」，前者主持國家政治經濟建設計畫之設計與審核；後者是考察

所核定之各機關方案之實施進度，並執行黨政各機關工作、經費、人事之考核（沈

鵑，1958）。這些工作大部分就是後來研考會所擔負的。雖然「中央設計局」與

「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之成立標誌著政策管理制度之建立，但其成效不彰，例如

考核工作便流於形式紙上作業，欠缺強制力，也沒有追蹤辦法（劉維開，2004：

158）。這兩個機關也於 1948 年行憲後撤銷。 

即使改革成效不彰，但很多後來採用的管制考核工作理念在當時已經呈現。為

了實現「行政三聯制」的考核制度，1941 年 6 月制定了「黨政工作考核辦法」。考

核分政務與事務面向：前者指事業整體的成敗；後者指機關工作、經費及人事之考

核（第二及五條）。考核工作包括每年組織考察團進行實地考察一次（第十條）。

辦法也要求工作報告應注意統計數字，並從數字中切實表示其工作之進度（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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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考核表格也包括與上年度的情況作比較描述。各機關對下屬之考核也要求就

事務進行統計成績，依其優劣編製成績比較表，並對結果進行獎懲（第十四及十五

條）（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1941）。為了在各機關落實設計及考核工作，於 1943

年 2 月訂頒「黨政機關設計考核委員會組織通則」，要求各機關內設立「設計考核

委員會」，由機關幕僚長、主管部分業務人員、主管主計及人事人員，再加上擔任

設計及考核人員組成，類似現今的研考單位。為了提升工作效率，提高工作技術，

當時政府也鼓勵機關辦理「工作競賽」，包括業務推行競賽、文書處理競賽及財務

管理競賽等（沈鵑，1958）。這不就是跟新公共管理下所主張的內部市場競爭如出

一轍嗎？ 

因此，戰時國民政府啟動的「行政三聯制」及相關的具體行政改革已含有當今

績效管理之一些精神原則及措施，問題是欠缺執行力，考核方法也十分粗糙主觀，

就算已提出進行量化管理，但當時欠缺工具技術落實，根本無法實現。所以，行政

改革的政策原則仍需等待有效的工具及方法使其生效，最終要到國民政府遷臺後才

能慢慢實現。 

二、研考會成立及其奠基的制度系絡 

國民政府遷臺後，政府積極推動行政改革，在 1950 年代兩次成立委員會研擬

行政改革方案（即 1955 年的「行政院暨所屬機關組織權責研討委員會」及 1958 年

的「總統府臨時行政改革委員會」），開始對政府機關組織結構及運作過程進行檢

討變革，後者更延伸分別針對規劃、執行及評估成立委員會（江明修，1998）。 

就績效管理範疇而言，早在 1951 年就頒布「行政院所屬機關考成辦法」，對

機關進行年度評估，由行政機關考成委員會負責。現存可蒐集到的資料並沒有反映

研考會成立前之機關考成執行情況，但可確定的是政府仍無法就戰時已面對的行政

機關執行力問題找出突破點。相對於事後的考成或評估，蔣公更關心的是事前規劃

及事中業務履行之控制問題，其認知的問題突破口仍在於組織變革。但改革方針卻

要到 1966 年底才提出，於 12 月 6 日蔣公手諭要求對行政機關組織作徹底檢查及修

正，由行政院本部與各部會組織限期提出改革意見報告，中央與省政府各機關同時

一併實施（行政院研考會，1980：1）。蔣公在同月 19 日主持革命實踐研究院行政

革新研討會演講時，頗明確地提出他的想法，認為行政上的毛病就是「組織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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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對人、事、財、時、地、物各方面，管理得不當，研究得不精」，所以主張

「此後五院以及各部會，與中央黨部各機構組織，就都應有一個研究小組或組織管

理課之類的單位，專門研究自己組織的人、事、時、地、物、財之如何配合運用，

如何考核改進，並以其研究發展的結論，呈由其主管採擇實施」（行政院研考會，

1989a：177, 179-180）。及後由政務委員陳雪屏召集組成「行政改革研究會」，提

出改革方案，於 1967 年 2 月提出「改進措施總報告」，其中提出在行政院下設立

研考會負責研究發展及考核工作，將當時的行政院事務管理規劃小組、研究發展小

組、行政機關考成委員會、國營事業綜合研究考核小組、參秘室、圖表室、國營事

業資料檔及敵情研究室七單位裁撤，其業務歸併於研考會（行政院研考會，1980：

2-3）。 

研考會在 1969 年 3 月正式成立，將以上分散在不同幕僚單位之功能統合在單

一機關內。而作為委員會，研考會之委員會議也納入人事、主計機關首長協調績效

管理工作中的人事及經費運用。而同年 6 月國家安全會議第 20 次會議通過的「加

強政治經濟工作效率計劃綱要」，進一步建立全國整體性的統攝架構來驅動行政改

革。綱要內容中有兩大項目直接聯繫到當今我國績效體系制度系絡的形成。首先是

「建立業務管制考核體系」：(1) 由研考會與更早成立的行政院國際經濟合作發展

委員會（以下簡稱經合會）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簡稱國科會）分別擔任

行政業務、經濟建設及科學發展的管制考核中心。三者皆要對相關領域計劃與預算

分配之執行情形，予以協調、管制、「追蹤」督導、調整、審查、分析與考核。研

考會及經合會也要分別負責行政業務及經濟建設的調查改革、研究、發展及設計。

研考會還要會同經合會及國科會研議年度施政方針、審查年度施政計劃；另外，綜

合一般行政、經濟、科學發展三方面之業務管制考核結果，彙辦年度考成。(2) 行

政院各部會處局及省市政府皆要設立業務管制考核單位，由機關副首長或幕僚長主

持。(3) 上述三大管制考核中心分別要與有關部會處局之業務管制考核單位作聯

繫，定期舉行協調會報。第二是「加強行政機構功能」：(1) 研考會要經常研擬革

新及加強便民措施。(2) 研考會及各機關應加強研究工作，編列經費聘請專家學者

或委託學術機關從事專門性學術性之研究與建議（行政院研考會，1999b：109-

117）。縱然研考會的具體工作範圍、權責及重點一直有所變化調整，但上述界定

基本說明了過去四十多年來研考會的工作焦點。它聯同經合會（1977 年改組為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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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經建會）及國科會架設了一個績效體系的框架（註：自 1998

年起，公共建設類計畫移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會）列管，其成

為第四個管制考核中心）。 

自研考會設立後，研究發展與管制考核兩大任務所合併簡稱的「研考」工作成

為我國績效管理的代名詞。而主導這績效體系的研考會是一個多功能綜合性幕僚機

關， 類似 Henry Mintzberg （ 1979 ）的 組 織結 構分 析中 的「 技術 結構 」

（technostructure）組件。所謂「技術結構」是處於策略層峰（strategic apex）與運

作核心（operating core）之間的幕僚部門，其負責影響引導其他部門的工作，透過

分析工作，設計、規劃及轉變組織的功能及運作模式，例如建立管理程序及標準化

作業。這部門外在於業務層級指揮鏈，也不在於中階管理線（middle line）上。根

據 Mintzberg 的分析，在不同的組織形態中，「技術結構」組件之功能及重要性並

不一樣，而其在機械官僚體系（machine bureaucracy）形態中最為關鍵。這形態是

回應工業革命大量生產下，大型組織管理對明確標準化作業、形式程序及工作守則

之需求，以協助由上而下的控制，而「技術結構」組件正好在這結構形態中扮演關

鍵的角色，某程度上剝奪了業務主管的自主性（Mintzberg, 1979: 314-320）。 

從以上的歷史回顧可知，國民政府遷臺後，正要重建我國的官僚組織運作架

構，也企圖透過外在於業務機關的組織來為行政改革不斷注入動力，建立類似機械

官僚體系。但必須注意，研考會／部門不同於人事與主計系統，研考會及各機關的

研考單位並非「一條鞭」系統，中央與地方的研考部門之間並沒有形成垂直的指揮

系統，它本身跟各政府機關之間僅是一種業務指導關係，不過在威權時代，其可成

為行政院駕御下屬機關的有力臂膀，或代表行政院作出重大決定（如透過計畫審

查）（受訪者 B）。 

從績效體系的制度系絡來看，研考制度之建立使制度系絡除不同層級業務機關

之間所形成的委託—代理關係外，也增添了由幕僚機關及其他外部監督機關所連接

的委託—代理關係或課責交待鏈。除研考功能所建立的課責交待鏈外，研考會也充

當其他課責交待鏈的樞紐角色。自 1970 年起，針對立法院的質詢案件，各級機關

的研考部門單位必須建立追蹤體系，儘快答覆（行政院研考會，1973b：33，1999b：

47-50）。自 1977 年起，針對監察院的糾正及調查案件，各級機關的研考部門單位

也要負責追蹤管制及聯繫協調事宜（行政院研考會，1999a：86-87）（參看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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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由管考制度所衍生的政府績效體系（1969~201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三、研考會之擴張與民主化對制度系絡的形塑 

1969 年行政院研考會成立時，它僅是一個臨時性的派用機關，下設秘書室、資

料室、管制考核組及研究發展組，人事及會計業務由行政院本部人員兼辦。在 1971

年，職員數目僅為 60 人（行政院研考會，1989b：7）。在研考會成立初年，其功

能主要集中在「加強政治經濟工作效率計劃綱要」中所提出的「建立業務管制考核

體系」部分，主要是管制考核及施政計畫審查工作，其中最突出成就是對當時十大

經建計畫的追蹤管制（行政院研考會，1980：161-181）。在當時，研考會相關管考

的工作人員以軍人為骨幹，並由國防部負責作戰計畫的宋達將軍擔任首任副主任委

員，企圖將軍中較具成效的作戰計畫管理經驗引進行政機關內（行政院研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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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b：15）。 

1976 年第四任主任委員魏鏞上任後，研考會的業務快速擴張，主要體現在「加

強行政機構功能」部分，包括引進現代策略規劃理論及方法，加強綜合規劃及中長

程計畫的作業，並推動非經濟性計畫；開始引進電腦資訊系統，促進辦公室自動化

作業；另外就是建立國情調查及民意調查體系，掌握民眾對施政的反應；又利用系

統分析及行為科學於為民服務工作中（魏鏞，1999：98）。魏主委 12 年（1976-88

年）任內大量引進西方的行政管理理論及經驗於研考體制中，也推動培育社會科學

人才，遴選公教人員赴外國攻讀社會科學博士學位。自此，我國研考工作開始以科

班出身的官僚主導，工具的使用也緊貼西方國家的發展潮流。 

研考會在魏主委任內進入成熟穩定期，組織設置開始擴大及升格。1981 年研究

發展組及管制考核組升格為處，資料室改設為圖書及出版室，並增設綜合計畫處及

資訊管理處，人事及會計也歸由研考會自辦（行政院研考會，2009a：11）。這體

制在 1986 年底立法院三讀通過行政院研考會組織條例後獲得確立，成為正式常設

機關。另一方面，由於業務量之膨漲，研考會也不斷擴充人力。根據官方報告，截

止 1986 年年底，研考會的專任工作人員達 106 人（行政院研考會，1987：8）。而

到 1998 年 6 月底，職員人數增至 152 人（行政院研考會，1999a：21）。 

在臺灣經濟起飛之年代，研考會基於層峰領導支持及倚重而採取強勢權力集中

及擴張來操作績效體系。但從 1990 年代起，體系開始呈現分權的趨勢，這一方面

是由於研考會工作超載的情況，所以必須採取分權負責的策略，使研考會可集中工

作能量於關鍵任務中（受訪者 A）（見以下相關機關考成之討論）。另一方面是回

應民主化發展，中央權威削弱，所以各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不斷提升，特別是精省及

1999 年「地方制度法」通過後，地方政府更以向地方選民多於向中央政府負責。在

經歷過政黨輪替後，行政院研考會的功能開始趨向締造組織機能的轉變，包括強化

電子化政府於行政管理上之運用，以及利用「服務品質獎」來誘導機關直接回應民

眾需求。整體上，要求各行政機關建立自我管理之能力，研考會只提供技術及交流

平台。正如其中一位行政院研考會前主委所描述，現在研考會的工作是「以協調取

代管制，以服務取代追蹤」，直接追蹤管制之干預只是例外情況（受訪者 D）。如

果可以將我國國家機器整體視為一個組織的話，民主化將原本的機械官僚體系過渡

到一種分割形態（divisionalized form）的結構，中央政府僅設計績效控制系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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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有自己的「技術結構」組件（即地方研考機關），具體操作自己的績效干

預工作（Mintzberg, 1979: 390）。 

以上是從縱向歷史觀概論我國在研考會形塑下的績效體系的制度系絡，以下會

從五個功能面向，透視研考會如何作出績效干預，包括管制考核、機關考成／績效

評估、為民服務／品質管理、解決特殊問題及改善組織機能的行政革新。 

肆、由研考會所推動的績效干預 

一、管制考核 

管制考核（以下簡稱管考）是研考會成立後第一個主力發展的管理技術。發展

初期受到被認為已落實「行政三聯制」的軍方經驗所影響（宋達，1953），並由軍

方背景的邢祖援擔任管考組組長。早期的管考作業是將本身自我發展的檢核作業結

合美國現代管理制度，以及美援時期美軍顧問帶來美軍的作業計畫而成（魏鏞，

1986：2），而制度之草創期也曾派員至美國、韓國、日本、泰國及馬來西亞考察

經驗。但從概念框架分析角度看，並沒有反映其受到特定的國外理論或經驗所影

響，管考概念充滿本土論述，可說是依據自身實踐經驗歸納出來的本土制度。縱然

在個別計畫管考中引入一些如目標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s, MBO）及計畫

評核術（Program Evaluation and Review Technique, PERT）等企業管理工具，而魏

鏞 1976 年擔任主委後引進西方系統理論、公共行政原理及政策科學理論於管考制

度內（魏鏞，1985：13），但管考的基本理念與功能至今並沒有改變，並且擴散成

為各管制考核中心及行政機關進行各類管考的手段。2 

根據邢祖援（1999：147-8）的定義，管考就是「追蹤管制、考核評估」八個

字的簡稱。簡言之，「追蹤管制就是運用科學方法，訂出工作標準並激勵公務人員

達成目標的意思，考核評估就是對一件工作考查其經過，審核其正誤，評估其優缺

點和具體績效的意思。」實際運作上，管考包含狹義及廣義兩個層次。狹義的是指

篩選重要的機關計畫進行列管，並進行追蹤考核。這也包括因應上級機關或首長

2  如經建會直到 1978 年才成立管制考核處，當時的副處長是由原研考會管考處調來的杜善

良。所以經建會的管考方式及設計，也是大體上依循研考會所建立的內容而來（杜善

良，1985：61）。 

‧14‧ 

                                                      



從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檢視我國績效體系的形成與發展 

（包括行政院院會、巡視時之決議）決定指示或重要會議結論之立案追蹤列管項目

（施卿琛，2004）（詳細討論見「解決特殊問題」一節）；在威權時代，甚至國民

黨中央常會重要決議也由研考會列管追蹤執行情況（行政院研考會，1973b：

47）。廣義而言，所有由研考會管制考核處所負責的業務皆屬於管考範圍。依此，

管考也包括所有定期的機關考成／績效評估及國營事業的考成（古步鋼、林芳如，

2012）。本節僅集中探討狹義的管考。 

狹義的管考就是進行所謂「追蹤列管」，程序可以分為四個階段：決定指示階

段、追蹤階段、管制階段及考核階段。決定指示階段是決定列管項目；追蹤階段是

業務單位研擬作業計畫，以利追蹤；管制階段是計畫執行階段，業務承辦單位需定

期提報計畫執行情形；考核階段就是評估執行進度，看是否需要修改計畫及是否需

要繼續列管。這過程最終也會連接到機關考成（黃慶祥，1985：137-145）。這種由

上而下針對計畫／政策執行中的管考工作可類比為過程評估（process evaluation），

目的是評估項目實際執行的情況，包括執行進度情況是否符合規劃？工作人員遇到

什麼問題？為項目未來的成或敗蒐集資料以方便發掘因果關係（Weiss, 1998: 9-

10）。 

要有效落實這種業務控制，管考工作聲稱有三項成功「法寶」：(1) 以健全的

計畫為基礎；(2) 訂定執行進度，作為追蹤管制的主要工作；(3) 運用實地查證，協

助解決困難問題（邢祖援，1999：150-152）。整個管考的發展初期集中在追蹤管制

的技術發展，特別是針對一些建設項目，例如在司法業務、水利業務上推廣採用

MBO，或是利用 PERT 以規劃設置高雄塑膠工廠（行政院研考會，1973a：30-2；

38）。值得注意是，早在 1973 年就公布「行政院所屬各機關選項列管作業要

點」，在該要點中明確指出凡年度施政計畫、院長交辦事項或重要政策、重要會議

之決議以及年終業務所發掘的重大問題皆需要納入列管考核之中（行政院研考會，

1973b：23）。這種選項列管模式代表我國政府績效管理一早就認知到以「重點」

方式來引導績效行為，並不如 Peter Drucker（1980）所批評的公共行政欠缺優先順

序（priorities）的觀念。 

另外，管考不僅是一種管制作業，也強調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法。管考工作從

一開始就提出「以服務代替管制」及「以協助解決問題」作為口號（行政院研考

會，2013：63）。特別是在處理跨部門問題上，研考會扮演協調者角色，例如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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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項目延宕是由於各業務機關本位主義問題，而研考會則可以站在行政院的立場

為列管項目協調（受訪者 C）。又例如 1995 年全民健保剛開始時，仍沒有與公、

勞、農保運作配合，故當時行政院長連戰要求研考會以專案形式協調行政院衛生

署、勞委會、人事行政局、中央健保局以及中央信託局等單位，研擬保險承保手續

一元化的可能性，讓民眾可以一次同時辦理加保，就享有醫療與現金給付便利（行

政院研考會，1996：33-35）。 

此外，實地查證也是進一步解決計畫執行過程中所遇到問題之方法。蔣公提出

「行政三聯制」時就提出在行政考核工作中要派員調查視察工作，觀察執行的進度

（行政院研考會，1989a：21）。實地查證在臺灣實踐上主要是作為一種例外管理

（management by exception），即在例行性的自我管制以外，如遇到瓶頸狀態，需

要管制機關出面尋找問題癥結，予協調解決，或在上級指示下進行專案追蹤時，研

考會派員查察（行政院研考會，2013：82；楊翠華，1972：34）。例如，在 1960

年國防部的「神鷹計畫」以建構空軍基地，因為工程進度落後，所以研考會、國防

部研考會以及空總等單位，一同前往督察與解決問題（行政院研考會，1973a：

5）。 

計畫之健全化是較後期的發展，特別在機關施政計畫的編審上。直至 1973 訂

頒「行政院年度施政計畫編審辦法」前，機關施政計畫的編審作業並沒有明確一致

的規範。1981 年起管考工作開始納入規劃的視野，運用綜合規劃觀念促進決策、規

劃、管制、考核一貫的作業，修正上述編審辦法增列施政計畫先期作業規定。同

年，在研考會下成立綜合計畫處，負責行政院年度施政計畫的研議及審編。在 1996

年國家發展會議後，又推動中程施政計畫，以四個會計年度作為規劃年期（行政院

研考會，1999a：62-66）。而配合及落實施政計畫，管考工作也採用分層負責、逐

級考核之原則，將其中最重要的計畫由院列入管制（由管考中心負責），其次分別

依重要性，由各層級機關單位及工作人員四級管制執行進度（魏鏞，1985：7）。

在 2000 年，為落實「機關自主管理」，故對既有的施政計畫管制作法進行制度檢

討。在 2001 年修正「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年度施政計畫選項列管作業要點」，轉為

由「院列管」、「部會列管」以及「部會所屬機關自行列管」的三級管考制度。 

總體上，管考就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引導及控制」的工具，確保政策順從，及

在遇到障礙時，涉入解決或進行政策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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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機關考成至績效評估 

如果管考是一種過程評估，那麼考成便屬於一種結果評估（ outcome 

evaluation），但它偏向是針對機關整體綜合表現作出評價，而非僅涉及施政計畫。

正如上文指出，我國在大陸時期已經建立機關考核制度，而國民政府遷臺後於 1951

年就公布實施「行政院所屬機關考成辦法」，由行政院秘書處作業務承辦，機關考

成涵蓋施政計畫及政策之執行、預算執行及機關行政管理三大範圍（第三條），並

以效能及效率作為核心價值。研考會成立後就承接這項業務，考成項目分為主管業

務、人的管理、事的管理（指行政管理革新及管考制度之建立）及物的管理，並會

同經合會、國科會、主計處及人事行政局進行了實地考核，輔以書面審查（行政院

研考會：1999a：101）。 

由於實地考核方法十分費時及勞師動眾，所以僅辦了一次（受訪者 C），後續

的考成作業則改以書面審查辦理，且由於管考制度之成立，考成自 1971 年起開始

以管考項目作為考成對象，但項目因應各年施政重點而有所改變，例如在 1980 年

代，公文管理進行電子化，故便將「公文品質」列入當時的考成項目。但自 1986

年起，考成又再擴大架構，納入預算執行及人事管理，以反映整體機關績效（行政

院研考會：1999a：102-103），考核方式仍以書面審查為主，必要時施以實地查證

（林嘉誠，2004：4）。 

但進入 1990 年代，又採行精簡及分權策略。基於人力不足及自我管理之趨勢

（受訪者 A 及 D），自 1993 年起，考成項目精簡為「由院列管計畫考評」及「施

政重點項目考核」兩項，原本一些項目則另為獨立考核，或轉由其他業務主管機關

負責，例如人事項目歸人事行政局，預算執行歸主計處（行政院研考會：1999a：

107）。 

受到西方公部門績效管理影響，特別是美國「政府績效與成果法案」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 Act），我國於二十一世紀將「機關考成」轉

進到「績效評估」的話語，分別在 2001 年頒布「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績效評估

要點」以及 2003 年的「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計畫評核要點」。前者著重的是對

於各機關中程及年度施政計畫進行評估；後者則是以年度列管施政計畫為對象，就

計劃管理、執行績效等面向進行評核（吳秀真、莊靜雯、秦正宇，2012：46）。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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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考成不一樣，績效評估重視機關自行作事前的策略規劃，訂定策略績效目標

（即四年的）及年度績效目標，並因應計畫訂定可衡量的指標，以達成指標情況作

為評估的基準，不過各機關必須採用一定的共同性指標（降低服務成本、提升服務

水準及顧客滿意度，三者至少選一）（張柏森，2004：176）。而評核工作也納入

學者與專家的參與，績效報告除應保密者外，必須公開，讓公眾瞭解各機關績效報

告內容及評核意見。2009 年進一步修訂要點，要求中程施政計畫必須與總統治國理

念及院長施政主軸連接，由行政院統籌訂定各機關均應達成的共同性目標（第二

點），而中程及年度施政計畫草案需報行政院，由研考會會同主計處等機關審查

（第五及八點）。另外，績效目標達成程度以燈號方式呈現：「綠燈」代表績效良

好；「黃燈」代表績效合格；「紅燈」代表欠佳；「白燈」代表績效不明。 

施政計畫評核基本上就是包含上節提及的三級管考工作，其工作為進行定期追

蹤與檢討（陳海雄、吳美雲、余敏雄，2004），不過也會作最後的計畫評核，予以

獎懲。雖然施政計畫評核與施政績效評估兩者是獨立各自運作，但兩者必然存在一

定聯動性，所以前者的表現會影響後者的評估。 

機關考成／績效評估是我國最早使用的績效管理工具。不論機關考成或績效評

估，皆是一種事後的結果評估，目的除了衡量工作成效外，更重要應是作為一種

「學習」及「改善」工具。考成辦法第八條要求各機關「應依照上級機關考評與指

示擬具改進辦法，層報核定實施」。早期的考成較為粗糙及描述性，1969-70 年的

考核結果僅密呈總統核閱，並不對外公布，亦不個別通知受考核機關，惟考評結果

的評語，優缺點檢討建議事項會函知各受考機關。之後機關考成採項目配分，並給

予權數，評定等級（何沙崙，1993：1-2, 9）。考成或許能透過評語及等第反映績效

良窳，但對機關首長日後之影響並不明確，他們是否重視考成結果也難以考證。

1990 年修正考成辦法，加列各機關得依考成結果辦理獎懲，對執行人員予以嘉獎記

功，開始引進一定的激勵措施（行政院研考會：1999a：103）。於民進黨執政期

間，績效評估更引進績效獎金制度，對有優異績效團體及個人發放獎金

（2002~06）（張柏森，2004：187）。然而，當今我國績效評估縱然指標更為細緻

與量化，但是否能促進（正面）學習及改善仍然是一個未知數。較明確的是國發會

正利用數位化的績效資料作為未來釐定機關指標的重要參考（受訪者 D），導入更

多「學習」功能。而至今的發展的確比以往提升了透明度，強化課責交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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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為民服務至品質管理 

如果民眾滿意是政府績效的重要指標之一，那麼我國為民服務之推動應屬這面

向的開端。在「加強政治經濟工作效率計劃綱要」中，研考會就被責成推動加強便

民措施，這主要是指在民眾恰公時，提升效率、簡便性及服務態度。但初期改革效

果並不理想，惟 1972 年接任行政院院長的蔣經國十分重視便民改革，提出要建造

「為國效命，為民服務的政府」。魏鏞接任研考會主委後，於 1978 年成立「行政

院加強為民服務督導小組」，開展為民服務的研究、策劃、督導、協調及考核。

1980 年進一步頒布「行政院所屬各級機關推行為民服務工作考核與獎懲要點」，將

為民服務納入管考作業內，並表揚獎勵績優服務機關。此外，透過辦理「加強基層

行政為民服務工作研討會」將知識及經驗擴散至其他機關（行政院研考會，

1999b：23-26）。經此為民服務改革之推動，不少基層機關之服務獲得改善，特別

在簡化行政流程上。 

值得注意的是，推動為民服務並非是一種民主化下的因果關係。蔣公在 1969

年「科學的道理續編」的講詞中將為民服務與企業精神合為一談，認為「一個現代

良好行政的政府，必須具有熱烈的為民服務的精神，和科學的企業管理的方法。因

為企業精神，即在提供最好的服務—包括服務的態度、效率的觀念，和一切為大眾

利益設想的作為」（行政院研考會，1989a：132）。這說法已頗近似顧客導向的意

識型態。不過蔣經國在提出「為國效命，為民服務」觀念時則比較強調擔任公職者

應以「父母對待子女的那種慈愛心腸來對待百姓」（銓敍部，1986：56），這則較

傾向一種父愛主義（paternalism）方式來理解為民服務。 

而魏主委具體實踐為民服務工作時，進一步將它納入系統分析研究中，將民意

納入輸入項，將政策決定視為輸出項，而所謂為民服務就是「政府運用它的資源、

員額、政策，使得最大多數的人民得到最大量的福利」，具體上就是「政府經由提

高行政效率、簡化法規及行政程序、及改善公務員的服務態度等途徑，來滿足民眾

的願望，並達成為人民謀取最大的便利與服務」（魏鏞，1987：5）。這理念似乎

只是一種基於「福利經濟學」由技術菁英的功利主義角度判斷人民福祉之所在。誠

然，基於輸入項考量到民意因素，自 1978 年研考會開始推動民意調查，蒐集民眾

對政府的滿意度與反應作為施政參考。而民主化後，民意調查之使用就更為即時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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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政府機關施政更具民意反應性。 

為民服務改革在 1996 年進一步轉化為「全面提升服務品質方案」，引進全面

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與顧客導向的觀念，及後辦理九屆的「行政院

服務品質獎」（1998~2007）及「政府服務品質獎」（2008~）作為配套激勵措施。

品質管理改革是從民間企業經驗直接導入政府的（受訪者 B）。與之前的為民服務

改革不同的是，品質管理要求前線人員參與創新及直接回應民眾需求，容許多樣性

服務，以及明確、公開透明的服務標準（何沙崙，1997：5-7）。與為民服務改革由

上而下，由主管機關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專案研究，將改革建議交由機關採用的模式

並不相同（行政院研考會，1989b：23）。總體上，為民服務／品質管理改革有別

於管制考核及績效評估，其主要是促進官僚對民眾或服務對象之直接回應性。 

四、解決特殊問題 

解決問題是表現政府績效的重要指標，特別在處理突發事件上，能否具應變及

恢復能力。在不同行政院院長任內，研考會的工作任務皆有一定之變化，特別是因

應非經常性的特殊問題，院長會選擇性地指派研考會成立專案小組，進行調查及提

出解決方案。最早的案例是 1974 年的米價波動事件，當時蔣經國院長便指派研考

會進行調查，經深入地方調查後，發現有糧商囤積居奇的情況，報告建議開放糧食

市場，得到院長的採納（黃貴造、顏秋來、劉淑貞，2008：55-57）。1978 年進一

步訂定了「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辦理專案調查作業要點」，就社會關注的重

大事件進行辦理專案調查，在短時間內提出報告，釐清案情並確認行政責任，提出

改進建議。之後研考會多次辦理相關調查專案，提出報告，包括 1991 年「都市地

區公眾使用建築物安全問題」；2001 年「希臘籍貨輪『阿瑪斯號』污染事件」；

2004 年「鯉魚潭水庫發生閘門掉落事件」（行政院研考會，2009a：60）。 

而在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院長期間，由於解嚴後社會治安問題嚴重，故要求各部

會強化治安工作，定期召開「治安會報」，由研考會負責「治安會報」議決事項之

管考，並訂定「督考影響治安行業稽查情形作業計畫」，由研考會負責八大行業查

察之督考工作。行政院研考會管考處處長或副處長要親自帶隊到各地方縣市進行聯

合稽查及臨檢（受訪者 B；行政院研考會，2009a：95）。在執行以上兩項特殊任

務上，研考人員像扮演「欽差大臣」的角色，代表行政院直接到基層瞭解各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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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真相，甚至進行執法工作。 

此外，研考會也負責一些史無前例的一次性任務，分別為「大陸事務」及「精

省工作」。1988 年 7 月馬英九擔任主委不久就被委派兼辦「大陸工作會報」，制定

兩岸事務政策。由於業務快速成長，於是在 1990 年改為籌設專責機關負責大陸事

務，於 1992 年成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以下簡稱陸委會)。最後，擔任「大陸工

作會報」的正副執行秘書馬英九及高孔廉（研考會副主委）皆轉任至陸委會（行政

院研考會，2009a：30-31）。研考會實際就是陸委會的孵化器。而因應 1996 年國家

發展會議作出的精省決議及 1997 年修憲凍省，研考會也被交辦規劃精省工作，聯

同內政部、人事行政局及銓敍部等機關共同協商進行作業，通過「臺灣省政府功能

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這特別法，將省政府變成行政院派出機關，快速完成精

省作業（行政院研考會，2009b：42-43）。 

五、改善組織機能的行政革新 

機關績效改善不僅有賴於績效衡量及指標之設定，也需要行政機關機能之提

升，這是績效干預的其中一部分。檢視研考會的發展，其任務也越來越將焦點在行

政機關運作機能之提升上。這些任務包括建立現代資訊管理系統及機關組織改革。 

資訊的傳送及運用對政府機關運作十分關鍵，也影響到民眾對政府績效的印

象。而研考會曾在多方面推動相關資訊管理之改革，早在 1969 年成立時已設置資

料室，負責徵集及管理資料，並編纂政府資料出版（行政院研考會，1980：184-

192），但這無關於行政效率之提升。進入 1980 年代，研考會開始引進電腦作為管

理工具，1981 年成立資訊管理處，建立「全國行政資訊體系」，相繼完成戶役政、

地政、醫療、通關、就業服務、監理等大型系統，促進便民服務，又推動「辦公室

自動化方案」，提升公文處理效率及協助基層機關建立行政資訊架構（行政院研考

會，1999a：130-140）。1990 年代中互聯網出現，研考會也在 1997 年導入「電子

化／網路化政府」，並完成三階段的電子化政府建構（行政院研考會，2013：

73），提升了政府內外部的資訊傳送效率及促進政府資訊的整合，也改善政府服務

之可獲取性。就績效管理面向，自 1996 年起就著手進行計畫管制作業的電腦化，

簡化報表作業；2005 年全面實施「計畫管制網路化」，進一步協助於 2001 年開展

分級管考制度與機關的管考自主管理（行政院研考會，20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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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資訊公開面向，研考會也在 1970 年代開展對政府出版品的規範

管理，於 1983 年完成「行政機關出版品管理要點」，推動各機關出版品的統一編

號作業、發售、寄存之規定。1998 年訂定「政府出版品管理辦法」，進一步建置政

府出版品的資訊網，開放各界查詢利用政府出版資訊，在電子化政府發展下同步地

建立「政府出版品資訊網」。另外，研考會於 1989 年開始研擬「檔案法」，規範

機關對檔案的管理，以便對外開放與運用，該法於 1999 年公布，2002 年 1 月 1 日

正式施行，並成立檔案管理局為主管機關（行政院研考會，1999a：191-192；

2009b：60）。此外，2005 年研考會又整合 19 個機關出版的 20 種公報為統一的

「行政院公報」，每日即時更新，使民眾查閱資料更為便捷（行政院研考會，

2013：132-133）。以上研考會對政府資訊管理的促進政策，一方面提升民眾對政府

資訊之可獲取性，以及政府資訊的透明度；另一方面也協助政府機關展現施政成果

及績效。 

就機關組織改革，研考會一直擔當主導或與其他機關共同協作角色。「行政院

組織法」自 1947 年公布以來，行政院組織不斷擴大，整合協調困難，影響行政效

率及造成資源浪費，故早在 1987 年行政院就成立專案小組研究並檢討修正「行政

院組織法」。同年 8 月組成行政院組織法研究修正專案小組，由時任副院長連戰擔

任召集人，人事行政局負責幕僚業務，提出修正草案。惟因朝野意見分歧，及因應

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故撤回修正草案。其後 1992 年再組行政院組織法研究修正專

案小組，改由研考會擔任幕僚。1993 年連戰內閣推動「行政革新」，目標為建立廉

能政府，並以廉潔、效能、便民為革新重點，採組織精簡化、機關法制化、員額管

理合理化及經營現代化等 4 項原則執行，方案責成由研考會會同法務部及人事行政

局研擬，組織改革傾向行政體制的員額縮編。1996 年由研考會負責研擬「行政組織

再造方案」，與人事行政局共同完成擬定「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基準法」3 及「中央

政府機關總員額法」等草案。1998 年蕭萬長內閣推動「政府再造」改革，內容包括

組織再造、人力及服務再造與法制再造三大部分，並分別由研考會、人事行政局與

經建會擔任幕僚作業，以研擬具體推動指標、改革項目及計畫。相關組織再造計畫

基本上延續連內閣的行政革新，企圖擴大組織員額調整彈性，縮短組織法規法制作

3  後修正名稱為「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於 2004 年 6 月 11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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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時間；簡併政府機關、層級、單位與事權，合理管制機關員額；強化地方自治功

能，擴大民間參與公共事務（行政院研考會，1999a：216）。精省及通過地方制度

法就是在這時期完成。 

民進黨執政後，在 2002 年 4 月，由研考會草擬，再度向立法院提出「行政院

組織法」修正草案，進行機關精簡，但草案在後來並未獲得通過（行政院研考會，

2013：42）。同年 5 月行政院成立「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由研考會擔任

幕僚機關，改造以職能為檢討重點，以去任務化、地方化、法人化及委外化四化為

方向，改革傾向將政府功能進行廣義的民營化（Aktan, 1995），其對我國公共服務

提供之機能影響深遠。 

2008 年國民黨重掌政權後，行政院將「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委員會」更名為

「行政院組織改造推動小組」，再次推動行政院組織改造。在研考會主導推動下，

於 2009 年 4 月，行政院再度函送「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至立法院審議，終於

在民國 2010 年 1 月 12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完成行政院組織改造法案，並連動修

正「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與通過「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及「行政院功能

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經過此次組改，行政院從原 37 個機關整併成 29 個，

8 個被裁併。而行政院研考會本身也與經建會、主計總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以及

工程會的工程管考單位合併為國發會。行政院研考會也成為歷史。4 

伍、分析與討論 

上文回顧了我國研考制度之發展歷程，從本文角度看，這就是我國政府績效運

動的發展歷程的主要部分，也是所謂績效體系在我國的主體構成部分。績效體系概

念提供了一個更為完整視野去理解締造政府機關績效表現的外部系絡及各種干預因

素，超越過去聚焦在指標與衡量評估研究的侷限。5 換言之，從事績效管理研究者

不應孤立地分析組織內由上而下的管理性干預變項，也要納入其他影響組織運作的

利害相關者，因為這些行動者就如 Talbot（2000）的戲劇表演比喻一樣，皆是引導

4  以上相關行政院組織改造之歷程，資料主要來自於「行政院組織改造檔案展」網站：

http://theme.archives.gov.tw/govreform/。 
5  受訪的前研考會主委（受訪者 D）也同意這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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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即公共服務）的導演（directors），就算他們沒有給予機關任何指標。而公

部門尤其面對較多的導演，使公部門績效回應更為複雜。此情況不僅在西方國家如

此，我國也是一樣。問題是，不同國家的績效體系會有一定之差異，並可能導致不

一樣的效果。從以上回顧可以反映出我國的績效體系發展有其特殊脈絡，同時也受

到西方經驗所影響，這也使得我國與西方國家的績效干預模式既有相同，也有不同

之處。 

一、獨特的歷史脈絡與意涵 

而我國的績效體系可追溯到國民政府大陸時期提出的「行政三聯制」。這反映

我國一早就存在對績效控制的觀念，並由計畫、執行及考核建構爾後績效干預的概

念框架，並維持至今。研考會之成立落實了上述的理念，並建置了我國績效體系之

基本框架，即由一個專責的幕僚機關／單位負責所謂「研考工作」，並將這功能複

製至所有機關，各政府機關所屬研考部門之間也互相聯繫形成系統，也作為其他監

督機關的中介點，負責協調聯絡工作。而我國大部分的績效干預工具皆是由研考會

研發推廣，惟我國發展績效干預初期並不順利，關鍵是欠缺可行有效之技術。就

此，西方的經驗的確給予很多的啟發，也帶來實用的工具技術，而且我國一早就企

圖吸收企業管理的經驗來實現「行政三聯制」的願景，如 Wilson（1887: 210）所倡

導，將公共行政變成「類似商業般」（businesslike）運作。6 

惟西方政府績效運動發展歷史與我國並不相同。我國績效運動之起點是對建立

執行力的需求上，而且它是在威權時代建立起來的；而非像西方國家般建立在民主

體制之前提下，也非首先建立在社會政策之推動上。當然，相同的工具可應用於不

同的目的，但其意義與效果會有所落差。關鍵點是我國績效運動是建立在威權體制

「政治／行政一體」之系絡下（Chan & Gao, 2013），而且作為一個後進國家，績

效運動早期是配合「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建立「萬能政府」。這是要

建立家父長式的國家（paternalistic state），近似德國十八世紀重商主義的發展模

式。當中，德國建立最早的行政科學（administrative sciences）─「官房學」

6  Wilson 當時及我國早期所指的向企業學習並非等同 1980 年代後新公共管理所主張的結果

導向及顧客導向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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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alism），培養財經官僚菁英，以國家強勢干預發展社會經濟。國家以「獲

取幸福的功利主義」（eudaemonistic utilitarianism）（即為老百姓謀幸福）作為它

的存在目的（Sommer, 1937）。研考會及研考體制之成立不僅代表著我國的特殊績

效體系模式，其也扮演上述功利主義的推手。推動研考體制及績效運動可說是東方

式的「官房學」。 

「政治／行政一體」使我國從來沒有經驗過如美國官僚的專業化過程

（professionalization）。當中，中立能力（neutral competence）代表一種獨立於政

治的專業能力，意味著官僚力量的膨漲，挑戰政治權威，所以必須透過政治化來重

建官僚回應性（Farazmand, 1997）。但我國官僚從來沒有經歷如此的專業化，這意

思就是官僚應否要建立政治回應性從來不是我國在實務上或學術上的爭議點，只是

官僚主義或官僚失靈使國家機器出現政治回應能力不足的缺陷。 

二、本土智慧＋西方工具 

與上述英國績效干預手段比較，我國自行發展了特殊的管考機制以補上述缺

陷，確保官僚在執行政策上的忠誠與服從。在威權時代，更包括對執政黨的政治回

應性，顯見的就是連國民黨中常會的決議事項也可以納入列管追蹤。除了作為引導

及控制功能外，管考制度也促進「學習」及「改善」。縱然機關能否落實日常的管

考工作一直備受質疑（曹俊漢，1999；戴純眉，2005），但在例外管理的案件中，

透過追蹤及實地查察在經驗上更能處理問題及累積經驗，促進學習。宋楚瑜最近曾

表示認為追蹤及實地查察這傳統是施政成敗的重要關鍵，並批評這制度已經被廢棄

（鄒景雯，2013）。但根據書面資料及受訪官員回應，這有別於西方績效管理傳統

做法的管考措施一直延續至今，仍十分重視（古步綱、林芳如，2012；受訪者

D），但實質效果是否已改變則有待進一步考究。 

除管考機制外，研考會推動的機關考成／績效評估、為民服務／品質管理及各

種改善組織機能的行政革新與英國的績效干預的經驗雷同。7 當中，我國也的確引

7  機關考成／績效評估對應英國的由上而下的績效管理控制；為民服務／品質管理對應導

入使用者的參與；改善組織機能的行政革新對應提升組織機能及能力，而當中四化改革

也部分對應引入市場誘因及各種競爭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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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很多西方的工具及做法。而民主化進一步促進提升官僚對民眾之回應性，順理成

章地將「父愛主義」的為民服務轉變為民眾回應性的品質管理及服務創新。至於研

考會過去曾負責解決的特殊問題是比較例外性的現象，在原體制沒有對應專責或可

信賴的執行部門下，執政者委以研考會之額外任務。但那些任務後來皆有專責部門

負責（如陸委會負責大陸事務及公平交易委員會負責物價問題），不算是研考會常

規性的績效干預任務。 

三、研考會角色之限制與轉向 

誠然，僅檢視研考會仍無法涵蓋我國的績效體系的所有組成部分。人事及財會

兩個重要形塑機關績效因素皆有自己的獨立績效干預系統（即考試院暨人事行政總

處所延伸的人事系統、主計總處所延伸的主計系統）。西方近年的審計暴增（audit 

explosion）現象也在我國呈現，監察院審計部也開始積極扮演另一個績效干預者。

其實，在研考會成立中期，曾設想將其擴展成權力頗大的超級企劃機關，將美國的

管理及預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再加上日本內閣總務廳之行政管

理局功能結合至研考會，把「人」、「錢」、「事」三權集於一身（行政院研考

會，1999a：15；高孔廉，1999：118），但最終，研考會的權限僅及事，它只能在

人及錢上與人事及主計機關做協調工作。 

而實際上，研考會在 1990 年代擴充能量也到達極限，再加上民主化下的分權

趨勢，使其工作重點轉移，特別是集中在組織機能的提升及改變，還有引進新的績

效管理技術，包括利用電腦資訊科技上及推動服務創新。在推動自我管理之前提

下，其直接績效干預的作用開始下降。2014 年成立國發會雖然將過去分散在各大管

考中心的管考工作集中起來（由國科會改組成的科技部除外），但上述趨勢並沒有

因此而改變。但值得注意的是，由研考會所推展的各種管考工具及績效評估方法皆

已擴散至全國所有機關，研考工作成為各領域政府機關必備的工作組件，也成為我

國績效管理的廣義代名詞。 

上文所回顧的我國績效體系發展開拓了未來檢視我國政府績效管理研究的新視

野，納入一些具意義的新變項，實務上也為績效政策規劃提供更完整的框架。然

而，績效體系作為一個分析框架並不能直接解釋政府機關的績效行為，因為機關內

部的變項仍然是一個「黑箱子」（black box），不同機關與同一績效體系互動可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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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同的反應（Talbot, 2010: 97）。而各種績效干預下產生的綜合或最終反應仍存

在很多未知數。如我國對機關品質管理與績效評估兩種干預結合所產生效果對不同

機關就產生一定的落差（So, 2012）。所以績效體系及其衍生的議題仍是有待開發

的研究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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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erformance 
regime of Taiwan by zeroing in on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RDEC), Executive Yuan. Making use of the 
performance regime framework offered by Colin Talbot,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aiwan established institutional context and performance intervention 
for steering performance behavior. 

This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 foundation of performance regime of the 
Taiwan government was laid by the “administrative trinity system” 
framework initiated by Chiang Kai-shek. The framework was experimented 
in the Nationalist rule in Mainland China and it was ultimately rooted in 
Taiwa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DEC developed a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name of “research & evaluation mechanism” The 
RDEC also promoted an array of tools for performance intervention. 
Compared with Western countries, the performance regime in Taiwan has its 
own unique context and has developed its own particular tool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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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ormance intervention － monitoring-cum-evaluation. At the same time, 

Taiwan also shared a lot of management tools from the West to fill the gap 
of management skills. 

Through this review, this paper will interpret the performance 
movement in Taiwan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and introduce a better 
analysis unit beyond the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This 
would help establish a complete framework for accounting for the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behavior. 

Keywords: performance regime,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performance 
intervention, the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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